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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民生”的互见:以战时美亚公司为例〔∗〕

○ 王春英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生存利益论着重从民生的角度阐释商人战时合作行为ꎬ对解读商人战时

心态十分有力ꎮ 这一理论框架也可称之为“民族”中的“民生”ꎮ 然而ꎬ它忽视了商人战

时如何面对及解决“民族”的困境、战后如何对待二者之间的关系ꎮ 本文认为战时企业

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力图在“民族”与“民生”之间进行平衡ꎬ这也暗示沦陷区商人的活

动ꎬ民族与民生密不可分ꎮ 战后ꎬ他们竭力将民生与民族等同ꎬ这种将两者合二为一的

诡辩既是“事仇民族主义”的体现ꎬ又是战前商人的“民族”与“民生”主义观的延续ꎮ
〔关键词〕民族主义ꎻ民生主义ꎻ经济汉奸ꎻ美亚公司

近年来ꎬ对于抗战时期汉奸问题的研究日趋增多ꎬ其中生存利益论作为最有

力的理论框架被广泛套用ꎮ 持此论者一般认为ꎬ沦陷区民众与日合作主要是基

于生存的需要ꎮ 这对商人的不抵抗或合作行为尤具解释力ꎮ〔１〕 虽然这一框架深

化了我们对沦陷区民众生存状态的认识ꎬ但研究者在运用此理论时无意中将民

生置于民族之前ꎬ以致忽视了时人对“民族”的理解与实践ꎮ
对身在沦陷区的民众(商人)来说ꎬ“民族”的概念是怎样纠缠于生存之中ꎬ

实则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ꎮ 本文将围绕上海丝织业在战时解决原料问题

的活动展开ꎬ为论述的精详ꎬ选取了丝织业中的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亚)为探索主线ꎬ〔２〕 来讨论沦陷区的普通商人如何破解他们面临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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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生之间的困局ꎮ 文章将主要探讨美亚总经理蔡声白等如何解决美亚遭遇的

危机ꎬ在此基础上又是如何应对“民族”问题? 战后ꎬ面对国民政府的审判时ꎬ他
们又是如何就民生与民族的关系加以辩解的?

１９３３ 年ꎬ美亚合并 １６ 家企业ꎬ它的营运范围涉及织绸业的各个环节ꎬ成为

上海规模最大的织绸厂之一ꎮ 其时美亚公司在沪南市有工厂七间和试验所一

个ꎬ在闸北和租界内各有工厂二间ꎬ在苏杭亦有分厂三处ꎮ “八􀅰一三”战事对

美亚打击沉重ꎬ除租界内两厂外ꎬ其余各厂生产陷于停顿ꎮ 抗战期间美亚公司扩

展迅速ꎬ除设总管理处于上海外ꎬ并在国内各大埠及香港、纽约、暹罗、新加坡、曼
谷、伦敦等地遍设分公司及工厂发行所、办事处等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ꎮ
据此可知ꎬ美亚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公司ꎬ蔡声白并不是普通小商人ꎮ 这就使我

们的个案更具讨论性ꎮ

一、统制与控制:变局下的上海丝绸业

１. 华中蚕丝公司的出现

战前ꎬ美亚丝绸原料中的蚕丝多来源于江浙ꎬ人造丝则以意大利丝和日本丝

为主ꎮ〔３〕江浙地区是中国主要的蚕丝产地之一ꎬ也是上海丝绸业的原料保障地ꎮ
但到 １９３９ 年ꎬ随着江浙等地的相继沦陷ꎬ获取此地区的蚕丝变得困难ꎮ〔４〕中国向

来是日本在国际丝业市场上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ꎬ因此ꎬ当日本占领这些地区

后ꎬ便欲控制乡村所产蚕茧ꎬ以弥补日本制丝业的不足ꎮ 此时ꎬ将蚕丝纳入“新
经济秩序”统制中便成为日方急务ꎮ〔５〕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ꎬ日华蚕丝业组合成立ꎬ主要处理华中蚕丝的买卖、制丝工厂的

经营、蚕种的制造及配给等诸项事务ꎮ〔６〕８ 月ꎬ该公司决定与“维新政府”相关部

门以及日本陆海军特务机关、农林部等共同成立华中蚕丝公司ꎬ以便对中国蚕丝

业进行控制ꎮ 公司投资额日中比为 ３∶ １ꎬ〔７〕大权掌握在日人手中ꎮ 至 １０ 月份ꎬ
该公司出台的«蚕丝业统制暂行条例»规定:在江浙蚕种制造业、机器缫丝业及

茧行中ꎬ实行“登记特许制度”ꎬ不登记者不能营业ꎬ强制中方丝厂与他们合

作ꎮ〔８〕１９３９ 年 ４ 月ꎬ江浙两省便有 ５３ 家丝厂加入华中蚕丝公司ꎮ〔９〕７ 月ꎬ«申报»
报载:“杭州蚕丝事业ꎬ已完全被‘华中蚕丝公司’统制”ꎮ〔１０〕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在«统制蚕丝事业指导要领»中明确规定了

统制蚕种、蚕茧与生丝等各个环节的具体办法ꎮ 由此ꎬ华中蚕丝公司全面控制了

蚕种的配给、蚕茧的收购及生丝的输出ꎮ 维新政府实业部下的省建设厅设改良

蚕丝委员会作为中方主管ꎬ与之配合ꎬ共同完成对蚕丝业的控制ꎮ〔１１〕 当然ꎬ要将

控制落至实处ꎬ还需更多措施ꎮ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份ꎬ华中蚕丝公司进一步要求对蚕

丝业的“独办”ꎬ并向维新政府实业部提出以下方针来达成目的:(１)已设的机械

制丝厂须向该公司以现物出资ꎬ并归属该公司ꎻ(２)已设的蚕种制造厂为该公司

的分厂或以委托制造厂名义利用之ꎻ(３)已设的茧行为该公司的委托经营所或

与该公司联络后经营ꎬ若出让营业所要订立必要的契据ꎮ〔１２〕至此ꎬ日方在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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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对蚕丝业的全面统制ꎮ
２. 统制下的上海丝绸业

战前每到茧讯期ꎬ沪各丝厂通常都会派员至江浙各地收取丝茧作为原料ꎮ
随着华中蚕丝公司的成立ꎬ原料市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ꎮ １９３９ 年ꎬ华中蚕丝公

司规定丝厂收购蚕茧须先将数量呈报华中公司在各地所设之总、支收茧行ꎬ交付

保证金后等待分配ꎬ不得直接从民间收买ꎮ〔１３〕 这从法令上保证了华中蚕丝公司

独霸蚕茧的合理性ꎮ 上海地区的厂商无茧可收ꎬ停业者颇多ꎮ〔１４〕

此时ꎬ市场上虽有抗争力量ꎬ但颇为微弱ꎮ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ꎬ维新政府实业部颁

行«管理手工制丝业暂行办法»ꎬ规定不统制拥有 ２０ 部丝车以下的小厂ꎬ所以江

浙蚕农纷纷开设家庭式小丝厂ꎮ 这种小丝厂可向日方宣抚班领取“黄派司”ꎬ凭
证可将干茧运进城ꎬ缫好丝后ꎬ再凭证领取运丝证ꎬ将生丝外运ꎮ １９３９ 年前后ꎬ
无锡约有三四十家此类小丝厂ꎬ平均每家每日产量为 ３０ 担ꎬ全月共约 ９００ 担左

右ꎮ 至 １９４３ 年ꎬ小丝厂登记总数为 ２５６ 家ꎬ他们生产的生丝大多运至上海作为

绸厂原料ꎬ即市上所谓小车丝ꎮ〔１５〕这类小厂设备简陋ꎬ所缫制的土丝远不能与上

海租界内大丝厂的出品相比ꎬ因此华中蚕丝公司放宽对它们的限制ꎬ也达到了削

弱华丝竞争力的目的ꎮ〔１６〕但小丝厂的兴盛期仅限于 １９３９ 年秋至 １９４０ 年春ꎮ〔１７〕

１９４０ 年春始ꎬ日方统制生丝更为严厉ꎮ 至 ８ 月份ꎬ日方规定丝商所购丝茧一律

不得运沪ꎬ丝价猛涨ꎮ 上海绸厂购丝难且所购者多为下品ꎮ 同时ꎬ实业部开始对

真丝开征 １２％的建设捐ꎬ〔１８〕丝绸厂运营愈加困难ꎬ原来动辄百余台机器的盛况

已不得见ꎮ〔１９〕

华中蚕丝公司的统制行为乃日本“新经济秩序建设”中的一环ꎮ〔２０〕１９３９ 年 ７
月ꎬ华中蚕丝公司便被纳入到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当中ꎬ成为日本统制中国蚕丝业

的先锋ꎮ 截止到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ꎬ华中蚕丝公司通过统制经营ꎬ其总收益达到 １６００
余万日元ꎮ〔２１〕

华中蚕丝公司所施行的统制ꎬ对沪上丝绸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
先ꎬ丝茧原料价格升落幅度加大ꎮ 与 １９３８ 年比ꎬ１９４０ 年丝茧价格增幅达 ８００％ ꎬ
且搜购不易ꎮ 丝茧成为投机商所喜好的囤积品之一ꎮ〔２２〕 其次ꎬ蚕丝统制致原料

来源匮乏ꎬ加剧了丝厂经营难度ꎬ迫使很多丝厂时停时开ꎬ甚至倒闭ꎮ〔２３〕１９４０ 年

产绸量与 １９３９ 年相比降低了约 ４０％ ꎮ 就原料来说ꎬ总产额中生丝不以正规渠

道运入上海者至少占到 ２５％ ꎮ〔２４〕

沪上整个丝织业受到原料问题的困扰ꎬ生存环境日益恶化ꎮ〔２５〕 以美亚公司

为例ꎬ１９４０ 年 ４ － ８ 月间东区购入的蚕丝、人造丝总量仅及 １９３９ 年同期的

４３. ３％ ꎬ总花费却高出 １０％ ꎮ〔２６〕如何解决此问题? 也是美亚公司高层一直深思

的要务ꎮ
３. 日方对人造丝市场的变相控制

当时ꎬ人造丝比蚕丝的价格低四五倍ꎬ且人造丝可染成不同花色ꎬ一经染色

永不消退ꎬ此特性非蚕丝可比ꎬ因此备受厂家欢迎ꎮ 这从表 １ 人造丝织品所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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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中也可窥出ꎮ〔２７〕

表 １　 各类织品长度、单价及产出比例

资料来源:«上海丝织厂业近况»ꎬ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经统所档ꎬ０４ － ２６４ꎮ
由表 １ 可以看知ꎬ人造丝在丝绸产品中的参与度竟达到了 ８３％ ꎬ而成品价

格仅为蚕丝织品的 １０％ ꎮ 在蚕丝获取难度较高的情况下ꎬ人造丝便成为绝好的

替换产品ꎮ 斯时ꎬ市场上的人造丝主要有英丝、意丝与日丝ꎬ英丝因售价较高而

难与意丝、日丝竞争ꎮ “八􀅰一三”事变后ꎬ日人以“繁荣虹口”之口号欢迎商人

复厂ꎬ并对投资者予以种种便利ꎬ尤对丝织业更为青睐ꎬ原因便在于日方要藉此

来推销集中于虹口的人造丝ꎮ 日丝售价低廉ꎬ一般商号无法与其竞争ꎮ 据估计

当时日丝市场占有率达到 ８０％ ꎮ〔２８〕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ꎬ日军进占租界ꎬ开始全面统制丝业ꎮ〔２９〕 之后ꎬ一
方面日本人造丝业因汇率关系进口税无形增加ꎬ同时市场需求量增大ꎬ导致价格

突贵ꎻ另一方面生产量逐步减少后ꎬ日方不愿再以人造丝换取中国货币ꎮ 这增加

了丝织业界经营的困难ꎮ
总之ꎬ华中蚕丝公司的统制与日本人造丝的大量倾销使上海丝织市场的原

有格局发生变化ꎮ 面对巨变ꎬ企业主面临的问题并非是否应该同日方交往联络ꎬ
而是如何才能与有势力的日商结成网络ꎮ 美亚公司在此期间解决原料问题的各

种尝试ꎬ可视为经营此业厂商在变局面前的普遍反应ꎮ

二、民生多艰:美亚公司之变局应对

１. 遭遇困境的美亚公司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ꎬ美亚高层便决定分区设厂ꎬ分在汉口、上海、香港、重庆设华

中区、华东区、华南区、华西区管理处及丝厂ꎮ 各区厂均设于原料产地或邻近区ꎬ
以保障各厂原料能自给自足ꎮ〔３０〕 这一做法既可使每区保持相对独立ꎬ又可互相

支持ꎬ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运输网络ꎮ 但此设想随后因日方的

运输统制而显出极大弊端:甲地所需原料ꎬ若当地不易办到ꎬ托乙地采购ꎬ不但旷

日持久ꎬ且可能因种种原因ꎬ或滞留ꎬ或丧失ꎮ 另外更有货品调度不易ꎬ情况不能

及时汇报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ꎮ〔３１〕

当时ꎬ日当局对企业自运货物有着严格的规定ꎮ 以沪、苏两市为例ꎬ清乡前ꎬ
企业只须向上海日本军部申请搬入或搬出证即可ꎮ 清乡后ꎬ如欲运人造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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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州ꎬ必须由苏州绸商向当地清乡机关(封锁管理处)申请发给实需证明书

后ꎬ才可在沪办货ꎬ货到后ꎬ还须再向沪地日军经理部申请“物资搬出许可证”后
才能将货运出ꎮ 运时还须押汇ꎬ等到苏州绸商到银行赎取押汇、领到绸货时ꎬ距
申请实需证已有两个月ꎮ 货品搬出入清乡区内与区外又分别需要办理不同的手

续ꎮ〔３２〕

上海日军执行统制物资的机关ꎬ陆军方面有总司令部经理部上海出张所主

管陆路运输之统制ꎬ海军方面有上海海军经理部主管水路运输之统制ꎮ 他们所

发放的搬出证一般被日商所垄断ꎬ中国商人只能在多加一笔额外的手续费后ꎬ从
日商手中领取ꎮ〔３３〕运输统制政策对美亚这种常需长途运销的企业来说ꎬ影响尤

为明显ꎮ 公司起初所设想的集团经营网络在统制体制下失去了效用ꎬ生产丝绸

的主要原料蚕丝与人造丝都出现了供给困难ꎮ 在此情形下ꎬ美亚原料来源主要

依赖三条途径:
其一ꎬ蚕丝向华中蚕丝公司报备后配给ꎬ〔３４〕 人造丝则向相关日本洋行购买

或以绸疋交换ꎮ〔３５〕但随着战争的深入ꎬ日本的人造丝运沪的数量有减少之趋势ꎬ
获取愈益困难ꎮ

其二ꎬ以上所获不敷丝厂之需时ꎬ部分原料取自黑市ꎮ 黑市销售者一为一批

专门倒腾人造丝的工厂ꎬ这些绸厂通过与洋行进行“物物交换” (即以绸疋换取

人造丝)获取原料ꎬ当原料有剩余时便投于黑市谋利ꎮ 二为囤户ꎮ〔３６〕

其三ꎬ当原料获取至为困难时ꎬ美亚开始尝试其他替代品ꎬ同时提高织品技

术ꎬ以减少因原料失衡所带来的损失ꎮ 种种方法的实施ꎬ使美亚公司的真丝消耗

率逐步降低ꎮ〔３７〕

统制政策打断了企业正常的生产计划ꎮ 这种生产的紧张状态不但考验企业

的应变能力ꎬ且会影响到公司的营运网络ꎮ 它迫使企业面临着两种抉择:扩张或

萎缩ꎮ 对美亚公司高层来说ꎬ这种不均衡的资源分布状态ꎬ可能恰恰是机遇所在ꎮ
２. 中国丝业公司的成立

美亚公司困顿之际ꎬ蔡声白认为只有获得政府与金融机关之保护与协助ꎬ方
才有可能争得原料的主动权ꎮ 因此ꎬ蔡声白开始发起设立中国丝业公司ꎮ〔３８〕 恰

在此时ꎬ华中蚕丝公司受到两个沉重打击ꎬ一是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外销市场———
美国ꎻ二是日方开始逐步将统制权移交于汪伪政府ꎬ双方议定解散华中蚕丝公

司ꎬ并将所有丝厂和绸厂全部交还中国原业主经营ꎮ〔３９〕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ꎬ华中蚕丝

公司解散ꎮ 此时ꎬ蚕丝业的统制权已经转移到汪伪政府手中ꎮ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ꎬ日
方中华蚕丝公司成立ꎮ 与华中蚕丝公司相比ꎬ其背后虽仍不乏日军部的支持ꎬ但
它对蚕丝业的控制与影响明显减弱ꎮ

在华中蚕丝公司解散期间ꎬ蔡声白联合丝业巨子黄吉文开始谋划成立中国

丝业公司ꎮ 在蔡氏丝绸集团的蓝图中ꎬ中国丝业公司作为原料的供应端将在整

个生产链中起重要作用ꎮ 要成立这样的公司ꎬ充足的资金、同业的支持、当局的

庇护缺一不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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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ꎬ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已经成为执行统制政策的最高

机构ꎬ蔡声白是理事之一ꎮ 蔡声白于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联合江浙沪丝绸业者ꎬ成立了

丝绸同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ꎬ并担任理事长ꎮ〔４０〕联合会拥有蚕茧、丝绸的

生产统制、收买配给的权力ꎮ 同时ꎬ蔡声白拉拢中国、交通、金城、中国工业银行

四行董事长吴震修、唐寿民、周作民、朱博泉等金融界实权人物加入到公司的筹

备中ꎮ 唐的另一身份为商统会的理事长ꎬ周、吴皆为商统会的理、监事ꎮ 开办公

司所需的政治及金融资本都有所依ꎮ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中国丝业公司成立ꎬ主
要从事收茧制丝及相关业务ꎮ 上海设总公司ꎬ无锡、杭州各设分公司ꎬ后又在苏

州设立了全省蚕茧联购处ꎬ各厂按投资额分配蚕茧ꎮ〔４１〕 公司选出了 ２０ 位董监

事ꎬ其中银行界人士占据了一半以上ꎬ且参与者均在商界纵横多年ꎬ在金融界乃

至上海商界有相当大的号召力ꎬ与当局之间亦有错综复杂的关系ꎮ 从中或可窥

出商界对于蚕丝原料统制权可带来利润的信心ꎮ
之后ꎬ蔡又促成了中国丝业公司放款银团的成立ꎮ 放款银团由 ２１ 家银行组

成ꎬ负责认购丝业公司购茧所需款项ꎮ 丝业公司用固定资产及所收原料作为担

保ꎬ并付利息ꎮ〔４２〕汪伪政府金融业的三大支柱银行中央储备、交通、中国在其中

起协调与推动的作用ꎮ〔４３〕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伪政府的中央银行ꎬ对丝业公司

借款的支持ꎬ也可表现出这一时期汪伪政府对统制事业的重视ꎮ 周佛海作为物

资统制审议会及中储行的负责人ꎬ利用其所掌握的财力与权力ꎬ对物资、产业统

制的均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蔡声白与联合会借款顺利与周佛海、唐寿民的支

持密不可分ꎮ〔４４〕

３. 新统制形式下的美亚公司

联合会制订的收茧草案涉及收购、定价、分配等蚕茧原料流动的各个环节ꎬ
从中可看出所谓的联合收购ꎬ实含有统制之意味ꎮ〔４５〕从收茧数量上看ꎬ中国丝业

公司已经超过中华蚕丝公司成为最大的买家ꎮ 与此同时ꎬ汪伪政府的实业部、财
政部、中储行、商统会以及联合会等组成了“蚕丝价格平衡委员会”负责蚕丝价

格的制订ꎬ以免蚕丝价格的暴涨或暴跌ꎮ〔４６〕

１９４３ 年下半年中国丝业公司的春茧应市后市价开始趋稳ꎮ〔４７〕 如表 ２ 所示ꎬ
与仅由华中蚕丝公司配货相比ꎬ美亚公司的原料困境有了极大的纾解ꎮ

表 ２　 美亚公司与上海市场纺织品原料构成之比较(％ )

资料来源:«第二届设计委员会常会第一次会议»ꎬ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上档ꎬＱ１９９ － ３６ －
２ꎻ«第九届设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大会厂务处报告»ꎬ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上档ꎬＱ１９９ － ３６ － ７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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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设计委员会会议———１９４３ 年上半年度东处各厂生产分类总计表»ꎬ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ꎬ上
档ꎬＱ１９９ － ３６ － ６ꎻ«第十届设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华东处报告———１９４４ 年上半年度东处各厂

生产分类总计表»ꎬ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ꎬ上档ꎬＱ１９９ － ３６ － ９ꎮ

表 ２ 之所以以织品原料构成而非原料与成品数量变化作为对比参数ꎬ一方

面因当时能导致生产数量变化的参数绝非原料一种ꎬ其余如技术工人的数量、能
否获取足够的动力(电力)与资金支持等都是至关重要的ꎻ另一方面ꎬ美亚公司

对 １９４４ 年后购入的蚕丝数量语焉不详ꎬ难以形成详细的统计ꎬ或可表明当时蚕

丝原料已经不再是困扰美亚公司的难题ꎮ 原料构成的比例变化很容易看出美亚

公司此时选择原料的倾向性ꎮ
从表 ２ 可见ꎬ在市场蚕丝织品比例普遍偏低之际ꎬ美亚公司能反其道行之ꎬ

１９４４ 年上半年蚕丝织品在总成品量占到了 ５３. ６％ ꎬ这充分说明ꎬ即使在蚕丝紧

缺、价格高涨的当口ꎬ美亚公司也可获取足够的蚕丝作为织品的原料ꎻ〔４８〕而人造

丝织品的下降也说明统制方式改变后ꎬ华商获取原料的渠道也发生变化ꎬ因此人

造丝在绸织品中比例呈下降趋势ꎮ〔４９〕

中国丝业公司解决美亚原料短缺问题的同时ꎬ自身也获取了巨额的利润

(见表 ３)ꎮ 参股股东当年就有每股 ６ 元的股息ꎬ这在当时的企业中是不多见的ꎮ
据称截止到战争结束ꎬ中国丝业公司的存丝竟然达到了 ５０００ 担之多ꎬ这也是

１９４５ 年丝业公司高利润率的由来ꎮ〔５０〕相比而言ꎬ美亚公司虽然利润无法与丝业

公司相比ꎬ但却凭藉丝业公司所提供的原料ꎬ逐步走出困境并发展壮大ꎬ从其逐

年攀升的营业额便可看出ꎮ 此时美亚营销网络已遍布各地ꎬ成为一个真正的丝

绸帝国ꎮ
表 ３　 美亚与中国丝业公司营业利润　 　 单位:中储券(万)

资料来源:联合征信所编:«上海证券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厂商概览»(全一册)ꎬ联合

征信所ꎬ１９４７ 年ꎬ第 ３７ － ３９ 页ꎮ 说明:１９４５ 年营业、盈余单位原为法币ꎬ因其系 １９４５ 年后的

数据ꎬ本表依据战后中储券:法币为 ２００∶ １ 的兑换率换算而来ꎮ

三、“潜民族性”:合作的背后

美亚的发展历程ꎬ与日伪实行的“统制”密切相关ꎮ 蔡声白利用商统会及丝

绸业同业联合会所赋予的便利达成了其壮大公司的目标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美亚

公司亦须面对“民族大义”问题ꎬ了解蔡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更有助于理解战时

商人心态ꎮ
１. 与日汪的正面接触

日军侵入上海华界后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便开始以“委托经营”、“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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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收买”等方式对沪上产业实行“军管理”ꎮ 受“管理”的企业有两种:一
为原属国民政府的产业ꎬ二是华资私人产业ꎮ〔５１〕

上海战事爆发后ꎬ美亚公司便着手将各厂原料、材料等集中起来ꎬ企图运离

沪上ꎬ却仓促未能竟全功ꎮ 〔５２〕这部分资产便成为日方接管的对象ꎮ １９３８ 年后ꎬ
美亚公司在南市所设的经纬厂、染炼厂、总厂及第五、六、七各厂陆续被日军指为

敌产并由日军实行管理ꎮ〔５３〕这也成为美亚公司与日当局交手的开始ꎮ
为避免更多的工厂被接收ꎬ美亚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做法:挂外商旗号以

求庇护ꎮ 其时ꎬ日本还尚未对英美宣战ꎬ对英美在华企业未染指ꎮ 因此四厂先是

冀望与美商合作ꎬ但美方要价过高ꎬ价超所值ꎬ谈判失败ꎮ 后经综合考量ꎬ美亚选

择与意商久安洋行进行合作ꎮ 双方约定久安承租四厂房屋机械ꎬ产品以美亚粤

记绸庄名号销售ꎮ 美亚汉口厂亦照此办理ꎬ与德商许士洋行签约承租ꎬ产品以美

亚汉记绸庄名号发行ꎮ 〔５４〕

美亚用此方式暂时避开了日军的管制ꎮ 然而ꎬ汪伪政府成立以后ꎬ日方开始

解除华资企业的敌性成分ꎬ并为表示对汪伪政府的支持及拉拢华资企业主ꎬ规定

只要企业能证明其确为华资就可解除“军管理”发还原主ꎮ〔５５〕此时证明自身为华

资控股企业便成为此类“外资”企业的当务之急ꎮ 蔡声白几经努力与外商解除

合同ꎬ却引起日军部误会ꎬ认为汉口绸厂属于“敌性”资产ꎬ拟加以“军管理”ꎮ 后

辗转经伪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揆一及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从中斡旋ꎬ方免美亚公

司被再次“军管理”ꎮ〔５６〕

对那些一开始便被日军接管的工厂ꎬ美亚公司也一直努力谋求解禁ꎮ 这亦

不得不求助与日方有关系者从中斡旋ꎮ〔５７〕启封后ꎬ在经营过程中ꎬ美亚又须面对

日人的敲诈勒索ꎮ〔５８〕苏厂在因租约问题与孔振元发生纠葛后ꎬ苏厂厂长金纯裕

也请了日方介入以保全厂屋的使用权ꎮ〔５９〕

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ꎬ令美亚高层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政治”ꎬ亦迫令美

亚公司管理者必须与日、汪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ꎬ以便危机来临时可化解矛盾ꎮ
从战时企业的运作来看ꎬ这种互动反而体现出企业管理者对政治麻烦的规避ꎮ

２. 企业经营中对日汪的防范

上海沦陷后ꎬ美亚上海公司的负责人童莘伯在致蔡声白的信中ꎬ再三说明上

海形格势禁ꎬ头面人物均陆续离沪ꎬ请其勿回沪以免惹麻烦ꎮ〔６０〕这实可视作美亚

高层的一种本能反应:对政治的规避与对日方的防范ꎮ 随着形势的发展ꎬ此反应

逐渐内化到企业管理过程中ꎬ成为美亚的战时经营理念ꎮ
战事发生后ꎬ蔡声白认为按照日方要求ꎬ派日人看守工厂殊为不妥ꎮ〔６１〕牵涉

到厂内事务时ꎬ蔡更指示若非必要勿与当局发生关系ꎮ〔６２〕 这种隐性的防范在涉

及厂产时更清晰地显露出来ꎮ １９４０ 年ꎬ美亚汉厂曾欲将多余厂房转租ꎬ找到租

主后ꎬ却发现该人为日军军部要员ꎬ只能婉拒ꎬ以免“贪小失大”ꎮ〔６３〕１９４１ 年ꎬ汉
厂租约到期后需搬迁厂产ꎮ 鉴于曾有某全国闻名之大纱厂ꎬ为内部人员邀赏告

发ꎬ从而导致产权转移的传闻ꎬ蔡声白不能不加以警惕ꎮ〔６４〕 然而ꎬ对于日方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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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碍生产环境的要求ꎬ如“缴出抗日书报”等ꎬ美亚公司从“公共安全”着眼ꎬ除布

告工人遵从外ꎬ更借此规定公司有随时检查工人行李之权力ꎮ〔６５〕 通过执行当局

规定ꎬ美亚尽可能地规避未知的风险ꎬ以免引来干涉ꎮ
在日常的企业管理中ꎬ美亚公司也贯彻这一理念ꎮ 公司及下属各厂为免除

不必要的麻烦ꎬ制订了详细的答问规范来应付日伪当局的检查ꎮ 美亚设计的问

答反映了当时商人的隐晦反抗ꎮ 答问规则首条便规定ꎬ若当局前来查问ꎬ只能由

指定人出面接待ꎮ 答问内容反映出商人与当局打交道的重点ꎬ包含三方面内容:
(１)美亚组织规模及与下属各厂的关系ꎻ(２)美亚生产秩序、规模及账簿查阅问

题ꎻ(３)美亚与日及各方关系ꎮ
答问的重点首先要说明美亚旗下各厂仅是个人租用“美亚”招牌ꎬ借以提高

产品售价ꎬ实与美亚无关ꎮ 若来人要对照公司账册ꎬ则请留下地址ꎬ美亚两日内

将送交查阅ꎮ 其次ꎬ公司内部秩序井然ꎬ工人尚能安心工作ꎬ但仅能盈亏持衡而

已ꎮ 最后ꎬ公司绝无英美资本ꎬ所用原料厂丝以日货为主ꎮ 若公司移动厂产外包

给了别的公司ꎬ与日当局接触是否合法正当并不知晓ꎮ〔６６〕 对答词明显体现出双

方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交锋ꎮ 一方面ꎬ美亚为避免当局觊觎ꎬ不得不将总公司与

子厂分离ꎬ化整为零ꎬ以“租借”来解释双方之间的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须低调处理

美亚与各方关系以避免日方干涉ꎬ从而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秩序ꎮ
蔡声白战时与日接触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对良好生产环境的需求ꎬ因此接触

的同时又带有防范的色彩ꎮ 防范虽然隐蔽ꎬ却体现出战时商人力求在民生与民

族之间取得平衡ꎮ
３. 国民政府的审判与蔡声白的自我表白

从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起ꎬ有人开始检举“伪丝绸业联合会”、中国丝业公司等 ２５
家厂商利用中储行的贷款资金垄断丝茧ꎬ谋取暴利ꎬ并有丝茧资敌的行为ꎮ〔６７〕虽

然检举者并未明指何人ꎬ但因此两组织负责人都是蔡声白ꎬ明眼人都可看出矛头

直指蔡ꎮ 国民政府农林部京沪区蚕丝业接收专员调查后认为ꎬ战后获取巨利的

丝茧商应主动配合政府复兴蚕丝政策ꎬ让出部分利益ꎮ〔６８〕虽然案件化解ꎬ但蔡声

白已不宜代表中国丝业公司出面ꎮ 丝业公司股东遵循政府暗示ꎬ贡献出了大量

生丝ꎮ 孰料这一行为后来竟成为其被再次检举时的罪证ꎮ〔６９〕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ꎬ浙江参议会提出议案ꎬ要对战时凭借敌伪势力统制丝茧ꎬ强行

收买丝厂以资敌的中国丝业公司进行惩办ꎮ〔７０〕 浙江参议会的提案ꎬ推动了中国

丝业公司案进入司法层面ꎮ １９４８ 年ꎬ上海市高等法院开审此案ꎮ 检察长杜保祺

调查后发现事无直接证据ꎬ〔７１〕以美亚与丝业公司均职工众多为理由ꎬ认为为维

持社会稳定ꎬ事关蔡声白的这一案件“似均有移转管辖之必要”ꎮ〔７２〕 后此案移转

到江苏高等法院镇江分院检察处办理ꎬ最终不了了之ꎮ
检察处对丝业公司的调查ꎬ亦涉及到对蔡声白战时行为的清查ꎮ 蔡声白呈

书辩解自己乃被迫参加伪商统会ꎬ请法院援引周作民、郭顺、吴震修案例不加起

诉ꎮ〔７３〕蔡及丝业公司的辩白要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ꎬ公司乃商业性质ꎮ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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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嫌疑ꎬ当时不论美亚还是中国丝业公司都曾对有“汉奸嫌疑”的股东或清理或

隐藏ꎮ〔７４〕１９４６ 年ꎬ中国丝业公司藉增资之际ꎬ调整董监事ꎬ并将公司性质描述为

“商业公司”ꎬ借机与以往的历史割裂ꎮ〔７５〕其二ꎬ公司成立后与日华中蚕丝公司在

市场上进行了争夺ꎬ是与之敌对的势力ꎮ 其三ꎬ公司参股的中、交两行产业均系

国家资产ꎮ
蔡声白案件的不了了之ꎬ也与审判者对商人战时行为的定位密切相关ꎮ 从

客观条件来看ꎬ此案无有力的检举方ꎬ虽然有浙江参议会的议案ꎬ但是明显缺乏

后续关注ꎮ 对法院来说ꎬ并无办案压力ꎮ 检索«文汇报»与«新民报»ꎬ无一条有

关此案的消息ꎬ或可说明此案的平常ꎬ并不具备新闻效应ꎮ 蔡案或可表明战时从

事实业商人与日伪交往的普遍状况ꎬ案件的性质与情节并无惊人之处ꎮ 此外ꎬ战
后国民政府对汉奸的惩治以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界ꎬ之前允许甚至鼓励民众参

与检举ꎬ之后则开始限制ꎮ〔７６〕从 １９４７ 年开始ꎬ汉奸案件的判定权转移到检察官

的手中ꎬ因此在蔡声白的汉奸案件中ꎬ检察长杜保祺对此案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

用ꎮ 当案件转移到镇江时ꎬ便表明其要放弃对此案的审理ꎮ
杜保祺的态度也透露出国民政府在“经济汉奸”问题上的认识ꎮ 某些商人

可能因在战时同沦陷区内的当局合作而获得了巨额利润ꎮ 这是国难财ꎬ还是商

人正当的商业利润? 对此的定位可反映出战后政府的态度ꎮ 从蔡声白的案件来

看ꎬ调查人员实际承认了这种行为的普遍性与合理性ꎮ 但是对那些未曾获此好

处的同业者来说ꎬ这无疑并不公平ꎬ因此调查者希望以利益均沾的方式来解决此

问题ꎬ以便重建战后的行业秩序ꎮ

四、余　 论

丝织业是江浙沪一带的传统行业ꎬ因此日伪统制蚕丝对当地民生产生诸多

不良影响ꎮ 对业者来说ꎬ如何解决由统制带来的原料问题成为难题ꎮ 从美亚的

案例来看ꎬ民生确是其公司战时考虑的重点ꎬ为解决这一问题ꎬ蔡声白殚精竭虑ꎬ
最后选择与当局合作ꎬ从而走出了困境ꎮ 但蔡及美亚高层面对政治形势的变化

在经营管理中尽可能地与日伪当局疏离ꎬ以免政治干涉ꎬ间接表现出潜民族性ꎮ
这也表明生存利益论从民生的角度阐释商人战时合作行为ꎬ对商人战时心态的

解读十分有力ꎮ 这一理论框架也可称之为“民族”中的“民生”ꎮ 与此同时ꎬ商人

游离于“民族”与“民生”之间ꎬ表现出战时处境的复杂性ꎮ 这表明生存利益论忽

视了战时商人如何面对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困境ꎮ 民族与民生问题对企业经

营者到底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ꎬ必须回溯商人的“民族”与“民生”观ꎮ １９２４ 年ꎬ孙中山在

国民党一大上曾对三民主义重新阐释ꎬ认为民族主义包含两个方面:“一则中国

民族自求解放ꎬ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ꎮ 民生主义则一是平均地权ꎬ二
曰节约资本ꎮ〔７７〕当时ꎬ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帝或曰反日ꎬ维护国家的主权ꎮ 民

生则主要是国家要节制私人资本ꎬ发展国家资本ꎬ改进工农业以解决民生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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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ꎬ党派、个人对三民主义的讨论与解释根据时势转移各有不同ꎬ实践则相对

较少ꎮ 至 １９３０ 年代ꎬ陈公博任实业部部长期间ꎬ将两者合二为一ꎬ认为国家要自

强ꎬ必须要实现经济上的民族主义ꎮ 具体操作上他主导了棉花统制委员会的运

作ꎬ认为要在经济上实行国家统制ꎬ须以社团主义的宗旨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

足ꎮ〔７８〕

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主张虽然会对商人的思想有所影响ꎬ但他们更多地会

根据自身的需要撷取有利于自己的片断ꎮ １９２９ 年ꎬ上海 ８０ 余商业团体在财政

部征收特种消费税之际ꎬ提出抗议ꎬ认为此税一旦实施则“压迫民族、阻害民生、
剥夺民权”ꎮ〔７９〕此处“三民主义”成为商人抗议国家征税的武器ꎬ民族与民生在

此实化为民族经济与民生日用所需ꎮ 之后ꎬ商人对民族与民生的认识与运用亦

多与本身产业发展相联系ꎮ １９３６ 年ꎬ大成纺织公司的陆绍云在«纺织世界»的发

刊号上题词:“以民族民生的精神谋纤维工业的发展”ꎬ此地民族、民生所代表的

含义分为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与发展实业ꎮ〔８０〕 换言之ꎬ陆在此将发展实业与爱国

等同ꎮ 这与战时商人所提民族、民生之意相类ꎮ 之后ꎬ报刊多见商人类似言论ꎮ
战时ꎬ沦陷区傀儡政府高唱合作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民族生存与沦陷区民众

的生活秩序ꎬ卜正民(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称之为“事仇民族主义”(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ꎮ〔８１〕这种失去民族独立前提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必然失败ꎮ 重庆

国民政府宣传系统内的重要成员陶百川在其任主编的«血路»上明确指出ꎬ抗战

期间应“民族第一ꎬ民生第二”ꎮ〔８２〕在失序的战时环境下ꎬ沦陷区商人面临着对民

族与民生的新理解与实践ꎮ 从美亚公司高层战时作为来看ꎬ他们竭力在“民族”
与“民生”之间取得平衡ꎮ

战后ꎬ他们的这种行为受到批判甚或审判ꎮ 为化解战时民生与民族之间的

困境ꎬ蔡及丝业公司在辩白中将民生问题突出ꎬ以消除民生与民族之间界限ꎬ摆
脱合作罪嫌ꎮ 他们指出公司的发展也是国家产业的壮大ꎬ在此民生即为民族ꎬ两
者吊诡地合二为一ꎮ 这一辩词在战后经济汉奸的审判中颇有代表性ꎬ上海“三
老”之一的林康侯受审时辩解道ꎬ其曾在商统会结束时ꎬ奉命“为国家保存物

资”ꎮ〔８３〕“三老”中的袁履登更声称出来任事完全是为民办事ꎮ 他出任米粮统制

会主任ꎬ采办米粮ꎬ完全是尽义务ꎬ把它当作救济难民工作做ꎮ〔８４〕 这种将民族与

民生合二为一的诡辩既是“事仇民族主义”的体现ꎬ又是战前商人的“民族”与
“民生”主义观的延续ꎮ 这种辩解明显充满为自己脱罪的意图ꎬ并不能完全采信ꎮ

虽然战时重庆国民政府曾认为“民族第一”ꎬ但战后国民政府对普通商人战

时的合作持同情之理解ꎮ 检察院在审判时ꎬ对此往往就轻不就重ꎮ 尽管如此ꎬ为
了重整政治与经济秩序ꎬ对于这批合作商人ꎬ审判却是必须的ꎮ 由此可见ꎬ“民
族”与“民生”之间关系的处理ꎬ不论对合作商人ꎬ还是对国民政府ꎬ都同样纠结ꎮ

注释:
〔１〕代表如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ꎬ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１»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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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文:«通敌者与资本家:战时上海“物资统制”的一个侧面»ꎬ«档案与史学»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ꎻＰａｒｋｓ Ｍ.
Ｃｏｂｌｅ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Ｎｅｗ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Ｌｏｗｅｒ Ｙａｇｚｉꎬ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３ꎻ蒋宝麟:«战时沦陷区内民族资本与日方的“有限合作”问题———以上海刘鸿生企业为

例»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２〕在战时状态下ꎬ原料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ꎮ 美亚公司总经理蔡声白认为此为制约

公司发展的三大危机之一ꎮ «美亚丝织四厂关于华东管理处会议记录»ꎬ１９３９ 年 ４ 月ꎬ上海档案馆藏(以

下简称上档)ꎬＱ１９９ － ４８ － １６６ꎮ
〔３〕«美亚丝织四厂关于华东管理处会议记录»ꎬ１９３９ 年 ４ 月ꎬ上档ꎬＱ１９９ － ４８ － １６６ꎮ
〔４〕〔５〕〔８〕〔１３〕«江浙蚕桑区劫后现状»ꎬ１９３９ 年ꎬ上海社科院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档案(以下简称

经统所档)ꎬ０５ － ０７８ꎮ
〔６〕«国策会社诸子会社»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ꎬＢ０２１３０１３７２００ꎮ
〔７〕«中华蚕丝公司总沿革史»ꎬ中研院近史所馆藏ꎬ２０ － ２１ － １３４ － １１ꎮ
〔９〕«丝厂业概况»ꎬ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上档ꎬＱ２７５ － １ － １９００(１)ꎮ
〔１０〕«杭州便衣队破坏日方统制丝蚕»ꎬ«申报»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６ 日ꎬ第 ２ 张第 ８ 版ꎮ
〔１１〕兴亚院华中连络部转发维新政府实业部:«统制蚕丝事业指导要领»ꎬ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

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ꎬ中共党史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５５７ － ５６１ 页ꎮ
〔１２〕«关于华中蚕丝事业图谋发展之恳谈会卷»ꎬ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 日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

称二档)ꎬ２０９１ － １２０１ꎮ
〔１４〕«保护生丝对外贸易ꎬ丝厂集中上海»ꎬ«文汇报»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第 ６ 版ꎻ«江浙缫丝业之现状

及其所受战事之影响»ꎬ１９４０ 年ꎬ经统所档ꎬ０４ － ２７１ꎮ
〔１５〕«丝厂业概况»ꎬ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上档ꎬＱ２７５ － １ － １９００(１)ꎻ黄厚基整理:«抗战时期无锡丝茧

业与日伪斗争的回忆»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

资料»第 １１ 辑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８１ － ９７ 页ꎮ
〔１６〕〔１７〕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第４ 卷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８４、８９ 页ꎮ
〔１８〕«第二届设计委员会常会第一次会议记录»ꎬ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上档ꎬＱ１９９ － ３６ － ２ꎮ
〔１９〕据估计战前上海丝厂有 １１５ 家ꎬ织机 ２６００ 台ꎮ «江浙缫丝业之现状及其所受战事之影响»ꎬ１９４０

年ꎬ经统所档ꎬ０４ － ２７１ꎮ
〔２０〕当时日本为了控制华中经济ꎬ强制组织了名义上中日合办的垄断企业ꎬ称为“国策公司”ꎮ 这些

公司皆是将各地中国人的企业加以合并而成ꎬ其中固定资产作为华方股本ꎬ日方主要以流动资金作为股

本ꎮ 形式上华方股本占 ５１％ ꎬ日方股本占 ４９％ ꎮ 这些中日合办的企业ꎬ虽向汪政权注册ꎬ由中国人当董

事长ꎬ但实际上营业权多握于日人之手ꎮ 在这些分公司之上ꎬ日本又设置了“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作为母

公司ꎬ日本金融界领袖儿玉谦次担任第一任总裁ꎬ进行统筹ꎮ
〔２１〕王昭荣:«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蚕丝业的统制与资源掠夺»ꎬ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６０ 页ꎮ
〔２２〕«上海丝厂业公会答复问题表»ꎬ１９３９ 年ꎬ经统所档ꎬ０４ － ２５９ꎮ
〔２３〕«中国蚕丝业的调查»ꎬ«商业统制会刊»１９４４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８２ － １８８ 页ꎮ
〔２４〕«美亚第三届设计委员会会议记录»ꎬ１９４１ 年ꎬ上档ꎬＱ１９９ － ３６ － ３ꎮ
〔２５〕«七月份下期丝市调查»ꎬ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ꎬ上档ꎬＱ２７５ － １ － １９０２(２)ꎮ
〔２６〕当时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为 １１８％ ꎮ 除去这部分上涨因素ꎬ价格上升幅度亦属惊人ꎮ 就以厂丝

中的七里丝来看ꎬ１９３９ 年每担不到 ２０００ 元ꎬ至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间就上涨到了 ５０００ 元左右ꎬ涨幅达到 １５０％ ꎮ
«第二届设计委员会常会第一次会议»ꎬ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上档ꎬＱ１９９ － ３６ － ２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

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１９２１ － １９５７)»ꎬ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５８
年ꎬ第 ４７ 页ꎮ

〔２７〕«上海丝织厂业近况»ꎬ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经统所档ꎬ０４ － ２６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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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上海丝织厂业近况»ꎬ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经统所档ꎬ０４ － ２６４ꎻ沈莱舟:«进口人造丝对我国丝绸

市场的影响»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经济工商编»第 １４ 卷ꎬ中国文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８０６ － ８１２ 页ꎮ

〔２９〕沈莱舟:«进口人造丝对我国丝绸市场的影响»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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